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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野中的区域史开掘

———李昆声先生对云南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

杨泽宇１，刘金泉２

（１．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２．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李昆声先生是饮誉国内文史学界的考古学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

来，耕耘于西南考古发掘的田野中，研精致思、著作等身。在区域史研究领域，先生擅于借助考古学视

野对地方历史与文化进行追溯与探索，兼顾文物遗迹与现存文本的 “二重证据”，在云南艺术史、农业史

和民族文化史领域均有斐然成绩，对丰富云南历史的 “横向”研究，推动 “纵通”和 “横通”的衔接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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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昆声先生是云南著名的考古专家，祖籍湖南
张家界，１９４４年出生于云南昆明。１９６３年进入北

京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安徽省博物

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等处工作，曾担任云

南省博物馆馆长、国家社科基金会特别委托项目首

席专家，并受聘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教授，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台湾艺术大学、逢甲大

学、大理大学的客座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和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资助和奖励，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在 ５０余年的学习、工作和教学生涯中，

先生潜心钻研、勤于笔耕，撰文达５０篇之多，主

编或著述 《云南文物古迹》《云南艺术史》《中国

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等学术著作共２５部。２０１６

年，学界将先生的作品全面推广，整理、出版四卷



本的 《李昆声文集》，但此后对先生学问的研究略

显停滞，目前，除云南大学陈果老师 《中国西南

及东南亚考古的集大成之作———＜李昆声文集＞读
后》和蒋珊珊在硕士论文 《滇文化学术研究历程

的回顾与探索》中提到李先生在考古学领域的贡

献外，并无专文详述先生的学术硕果。笔者颇觉遗

憾之余，认为先生的研究领域虽以考古学为主，但

其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云南区域史中，为云南艺术

史、农业史和民族文化史注入新血液、打开新思

路，拓展了滇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回顾先

生学术成果，既能从中总结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

经验，也能勉励和鞭策当今学子效其学、承其志、

传其业。

一、艺术考古视野中的云南艺术史研究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李昆声先生主要从事青铜

器的考古开掘与青铜文化的解析；同时，兼顾对其

他艺术载体和艺术学通史的探讨，在云南古代史和

青铜艺术史研究中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以铜鼓为中心的研究

铜鼓中的云南艺术史。先生关于铜鼓研究的开

山之作，是１９８０年与黄德荣先生共撰的 《谈云南

早期铜鼓》，其最早提出 “铜鼓可能起源于滇中至

滇西区域”［１］的观点，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许，现

已成为学界在铜鼓起源地问题上的共识。

１９９０年两位先生在 《考古》上的合著 《论万

家坝型铜鼓》，讲述万家坝型铜鼓从发现、分布到

传播的历史际遇，确定存在年代区间是春秋早期到

战国末期，在铜鼓分类中属于最古老的一类，依据

出土形态分为四种鼓式；并通过对云南、贵州两省

的现代民族学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 “万家坝型

铜鼓成对埋藏，究其原因，乃是鼓分雌雄。”［２］随

着万家坝型铜鼓出土数量的增多，新的发现与收获

也与日俱增，为作进一步补充，先生又撰 《再论

万家坝型铜鼓》，该文相对于前文有三方面的补

充：第一，将新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从体高、束

腰、足界、扁耳、圈纹、外饰等方面再做分式；第

二，从铜鼓的金属成分中检测铅同位素含量，以此

判断铜鼓的起源、产地以及铸造方法；第三，涉及

对越南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的比较研究，认为纹饰

是越南出土铜鼓分辨类型的主要依据，“纹饰越复

杂，年代越古老”［３］，并从历史与艺术的角度分析

其格式化风格与越南古代环境的关系。

在 《释早期铜鼓鼍纹》中，先生从贾兰坡和

甄朔南教授的相关研究中认为，早期铜鼓中的

“菱形网状纹” “四足爬虫纹”就是甲骨文中的

“鼍”，即鳄鱼，代表部族首领的权力和力量，

“鼍”作为纹饰在 “音色” “鼓皮” “鼓钉”和

“写实”上 “深受中原文化影响”［４］２１３。

《云南文山在世界铜鼓起源研究中的地位》则

在分析文山州出土的铜鼓数量、类型和特质后，认

为该地极有可能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之一，并根据

铅同位素和遗传花纹的双重证据说明文山铜鼓在从

万家坝型到石寨山型嬗变中的重要作用。

在 《试论黑格尔Ｉ型铜鼓的三个亚型———以中
国西南为中心》中，介绍了奥地利考古学家弗朗

兹·黑格尔采用类型学方法将东南亚地区的古代铜

鼓划成 “４个类型和３个过渡类型”的分类模式，
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创造性将黑格尔Ⅰ型铜鼓进
一步细分为 “石寨山式、文山式、东山式”３种类
型，并对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辨析，认为万家

坝型铜鼓是 “铜鼓之祖”，不仅 “石寨山式铜鼓是

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文山式 “祖型也是

万家坝型铜鼓”。［５］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黄二位先生编著出版

《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以全球史视野，从

欧美、日本、中国和越南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分析、

归纳当前铜鼓发掘的学术现状；也从分布地、标准

器、年代、分式纹饰、金属成分和铸造工艺的角度

介绍了国内和越南出土铜鼓的实况，力图在学术前

沿中，探讨中国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越

南东山铜鼓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关铜鼓之间从共

生到裂变的关系，成为先生铜鼓研究中的集大成之

作，更是当前考古学界在早期铜鼓源流、演变研究

中的权威作品。

（二）铜鼓以外的云南艺术形式探索

先生在艺术史研究领域除关注铜鼓之外，也重

视对云南其他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形成了以铜鼓为

主，其他考古艺术多花齐放的研究态势。《云南原

始社会艺术初论》，从云南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内

６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容、分类、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云南原始

社会的艺术兼有欣赏和实用意义，一方面精美绝伦

的动物和人物造型带来审美愉悦和快感；另一方

面，以血缘标志、图腾符号和民族习俗为装饰的原

始艺术，最初富涵象征权力、财富的实用、功利性

目的。［４］１３０

在 《云南青铜时代的音乐、舞蹈和杂技》中，

先生基于对商代末年至战国西汉时期出土文物的考

察，揭开云南青铜时代音乐、舞蹈和杂技的原貌：

在音乐上，详细介绍 “葫芦笙、葫芦箫、?于、

钟、羊角钮钟、铃、锣、钹和鼓”９种云南古代民
族制造的乐器，根据测音标本、敲击部位和音节结

构的区别研究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的音程关系和

生律法倾向；在舞蹈上，分别揭示出以 “翌舞、

旄舞、人舞和干舞”为形式的 “商周庙堂舞蹈”

和以 “葫芦笙舞、翔鹭舞、圆圈舞、巫舞和刑牛

舞”为娱乐方式的云南人民自创的 “滇族舞蹈”；

在杂技上，通过对云南青铜器纹饰图案研究后发

现，汉代云南存在投壶、角抵、驯兽、鬼竿等杂技

和马戏表演。［６］

《云南古代青铜动物造型艺术》则从 《牛虎铜

案》《猪搏二豹》《三水鸟铜饰物》等青铜器上的

动物纹案为着眼点，探讨动物形象的代表类型、艺

术内涵以及滇人原始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认为

这些神形兼备并涵有夸张色彩的动物图形 “体现

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风格”［４］２５８。

《绚丽多彩的古代青铜文化瑰宝》一文，记述

１９８６年 “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代表团赴瑞

士、奥地利、德国展出的文物，详尽描述 “滇王

之印”的历史渊源和精美质地，“青铜贮贝器”的

类型、用途和雕铸场面以及 “青铜装饰物品”的

表现场景和蕴含寓意，总结云南青铜器艺术 “主

题明确、构思巧妙、热情奔放，以写实为主，又注

重内心世界刻画”［７］的特点，向世界展示历史悠

久、光彩夺目的云南青铜文化。

在艺术通史研究上，李昆声先生借助考古学的

视角独撰的 《云南艺术史》一书被誉为 “云南艺

术考古学的开创”［８］之作，以原始社会时期的石

器、陶器和原始绘画、舞蹈、建筑为开篇，根据朝

代顺序依次将商至西汉的青铜艺术、舞乐技艺、杂

技马戏，东汉至隋的碑刻、书法、绘画艺术，唐宋

时期的石窟摩崖、音乐舞蹈、建筑艺术，元明清的

陶瓷工艺、建筑雕刻以及近现代各民族艺术纳入云

南艺术考古的视角，方法上别开生面，为云南考古

注入艺术学的学科活力，亦为读者了解云南区域艺

术的演变历程提供方便。

二、农业考古与云南农业史研究

在农业史研究领域，李先生将考古材料和民族

学资料相互印证，根据已发掘的耕作遗址、出土的

农作物及农具，青铜器图案上有关农作的场景以及

文献的记载，从农业考古的角度探究云南农业科技

史的发展过程。

（一）对云南农业史的概述

作为李先生云南农业史研究的提纲、总览之

作，《云南农业考古概述》在分析考古发掘获得古

代农业实物资料的基础上，从作物品种、农具类

型、生产方式等方面，讲述自新石器时代到唐南诏

国时期云南农业的概况，并强调云南古代少数民族

农业科技史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云南

农业对开发西南边疆和发展祖国经济具有的深远且

特殊的价值。［９］

《试论云南上古农业经济的特点》通过解读云

南上古时期悠久的稻作文化、多种的经营模式和发

达的畜牧养殖层面，认识到当时云南的经济发展方

式比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从考古遗存和

史籍记载考证，发现云南古代农业经济中畜牧业比

较发达，约在二千五百年前，云南的 “六畜”品

种即已齐全。［１０］

《先秦至两汉时期云南的农业》则以先秦到两

汉时期的云南农业为研究对象，从农具、牛耕、作

物和水利等方面进行介绍：在农业生产工具上，梳

理云南从青铜农具向铁农具的过度，认为西汉中期

云南出现铁农具，及至东汉，铁农具已在云南大部

分地区普遍使用，青铜农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

牛耕上，通过昭通东汉墓中发现的画像砖初步判

断，东汉初中期云南就已经出现用牛力代替人力进

行耕垦的生产方式；在粮食作物品种上，根据

《蛮书》记载和云南出土的大量野生稻谷分析出云

南粮食作物品种繁多，稻、大麦、小麦均是其常见

作物且以粳稻需求量最大、种植面积最为广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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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灌溉上，认为云南最早的水利设施可追溯至新

石器时期的洱海西岸的 “缓坡”和 “台地”［１１］，

而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出现 “穿龙池”“陂池”以

及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圆筒形青铜锄”均被视作

水利工程和与水利有关的农具。

《南诏农业刍议》从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和养

蚕业三方面探明唐代云南的农业发展水平：南诏农

作物品种丰富， “五谷”齐全，水田、梯田兼用，

稻、麦作物轮作，农业种植理念先进、方式科学；

经济作物主要有 “柑橘、甘蔗、橙、柚、李和杏”

等，种类繁多，可以补充农作物之不足；家畜饲养

上，“战国时期云南的畜类品种已很齐全”［１２］，牛

马猪羊鸡犬 “六畜”兴旺；同时，南诏养蚕业也

比较发达，《南诏德化碑》 《蛮书》 《新唐书》均

有所载。

（二）对农业考古出土作物、农具的具体分析

上述论著均是先生在立足和把握整体性的基础

上对云南农业史的梳理与概括，而从以 “小问题”

分析 “大内容”的方法入手，通过作物、农具等

探求云南农业发展全貌方面的研究，先生亦有

建树。

在出土农作物的分析上，《亚洲稻作文化的起

源》《百越———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姊妹篇，

相辅相成，都致力于证明古代百越民族是最早驯化

野生稻谷的民族。前文从年代和分布地域出发，将

古代记载野生稻的文献和国内已发掘的５２处人工
栽培古稻遗址结合研究，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

言学和遗传学的材料，得出 “中国南部到中南半

岛间的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居住在此的古

代百越族人民，最先将野生稻驯化成功并大面积种

植”［１３］的结论；后文论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

一，考古学视野中古稻的分布范围研究，以甲骨文

中的 “稻”字为线索，依次解读出土过籼、粳稻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二，从地理学和生物遗传学

的角度推敲人工栽培稻的类型，进一步梳理出野生

稻分布与出土古稻之间存在遗传关系；其三，历史

学视野中对百越先民育稻起源的考察，通过历史文

献的整理和民族学族际识别的方法，厘清我国东南

地区古代居民的民族成分，进一步明确 “我国南

方古代百越族群的先民是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

者”［４］５１。

《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则结

合考古学、民族学和农学的知识，分析云南滇池、

元谋县大墩子、宾川县白羊村、剑川县海门口和宁

洱县凤阳公社五处出土的碳化古稻，对亚洲栽培稻

起源地的问题进行探究，认为 “云南是最早驯化

野生稻为栽培稻的地区之一”［１４］的判断毫无疑义。

在出土农具的研究上，《云南牛耕的起源》围

绕 “犁”与 “牛”两个要素，对云南牛耕的出现

时间和最早使用地域加以探索，以战国西汉时期云

南出土的铜犁和牛在云南的用途为线索，在考古学

资料和民族史料的相互证实下，确认云南牛耕最早

出现在东汉初中期，由四川传入，并率先在滇池、

昭通地区得到推广。［１５］

《唐代云南 “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

作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剑川县沙溪公社白族

“二牛抬杠”的耕田方法与 《蛮书》 《新唐书》中

记载云南 “二牛三夫”的垦殖方式有很多相似之

处，但在畜力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人力数量却从文

献中的 “三人”变为现实中的 “二人”，作者认为

随着云南人民在长期农业劳作中知识经验的丰富和

积累，“二牛三夫”的耕作法也在不断改进，“千

余年后，使用熟牛耕作时让 ‘郭阿’增加一项职

能”［４］４３５，也因此节省下一个劳动力，形成现在见

到的 “二牛二夫”操作搭配。

在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 “播种图”补释》

中，先生认为以往学界将晋宁石寨山铜鼓形贮贝器

上的花纹视为 “巡狩”有所不妥，他更认同冯汉

骥先生将图案上手持的 “执杖”看做少数民族耕

田时使用的 “点种棒”［１６］，因此考释该图应是云

南少数民族 “播种”的场景，而非象征权威的

仪式。

三、以民族考古为视野的文化史研究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先生立足云南少数民族聚

居分布的社会现实，对发掘出的少数民族文物、遗

迹进行探勘、识别，借助民族考古的手段，在探析

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方面亦有成绩，主要贡

献包括：单一民族的文化溯源、民族间经济文化交

流史研究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勘探三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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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考古与西南百越、彝族和氐羌的历

史文化

《百越文化在云南的考古发现》和 《百越先民

对中国金属史的一个重大贡献———云南元江铜锑合

金斧研究》两文在跨学科的视角中基于不同的研

究侧重，对百越民族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是近３０
年来国内百越文化梳理与专研的佳作。前文中，先

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罗香林、林惠祥等前辈的百越
文化研究成果上，依据当代更为成熟、更加专业的

考古学方法，推断出百越民族在生产上使用双肩石

斧、有段石锛、青铜农具并善于纺织，饮食上喜食

异物，军事上以铜钺、一字格剑，经济上以贵重海

贝为商品交换媒介，住宿上居住干栏式房屋，文化

上有文身绣脚的传统、使用象形文字 “以图代

文”、崇拜孔雀、以铜鼓为礼器和采用猎首祭祀，

生活用具有羊角钮钟、且以跣足佩环为装饰，出行

惯用水路 “习水操舟”等文化特征。后文则从金

属锑在国内外的考古发掘和云南元江铜锑合金斧的

金属测定与定量分析中发现，早在商末周初之时中

国就已炼制出铜锑合金，纠正以往学界 “锑在我

国明代出现”的误判，并根据古文献和民族史考

察出该斧出土地红河流域在商周时期以前百越民族

聚居和分布区，以此确认古代百越民族是云南红河

流域青铜文化的缔造者。在元江出土的商周时期百

越民族所使用的铜斧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检测

后证明是铜锑合金铜斧，作者认为这一发现 “填

补了我国金属史上在青铜时代没有铜锑合金的空

白”［４］３７０，同时也证明了百越对中国金属冶炼技术

产生的巨大贡献。

《疑似彩霞天际来———云南彝族服饰与文化一

瞥》则以楚雄、红河以及哀牢山、小凉山地区出

土的彝族服饰为研究内容，从色泽、纹饰、帽子、

头饰的角度对彝族服饰中蕴藏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

化加以梳理与解读，并根据彝族史诗 《祖神源流》

的记载，说明彝族服饰既包含驱灾辟邪、祈福祷告

的宗教元素，也蕴涵先祖崇拜的人神意识和祖宗信

仰，经漫长岁月洗涤而沉淀的服饰文化实则是保留

彝族历史文化记忆的百科全书。［４］３９０

《从云南考古材料看氐羌文化》是根据古籍文

献与考古资料对氐羌的文化特征进行尝试性探索，

主要从丧葬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崇拜几个方面力

图勾勒氐羌民族生产生活原貌，其中，葬俗以翁棺

葬、火葬为方式，居住在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木构

房屋中，穿衣喜披毛毡，出行善于骑马，发式多为

披编，体质特征 “深目长身、黑面白牙”［１７］，并

且存在以葫芦为崇拜物的自然信仰和以虎为对象的

图腾崇拜。同时，先生认为因古代民族迁徙之频繁

和文化之传播，并不能将氐羌文化简单的归结为氐

羌民族的文化，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地理、人文等多

重因素，在分析具体问题之时，将氐羌文化和氐羌

民族区别分析，这种批判性的族群文化研究在当前

民族史、民族学文化研究中也是值得借鉴和参

考的。

（二）族群的文化比较以及民族经济文化交流

史探究

《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主要通过论述夏商

周三代时期，氐羌、百越和百濮三大族群在云南的

历史痕迹与文化遗留，依据考古学强调不同类型原

始文化的区域特征，将三大族系在云南的活动范围

和文化分布详加厘定，认为原始社会时期，氐羌先

民主要活动在滇西北地区、滇池及滇东北地区，百

濮居民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中游地区，百越族民分布

在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等地，亦有交错杂居

之现象，［１８］正是在三大族群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新

石器时代时期灿烂辉煌的云南原始文化。

《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

流》从石器时代、春秋时期、战国秦汉之世云南

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出发，认为

“东南亚国家有的铜鼓是直接接受中国云南铜鼓文

化的影响，有些则是间接影响，通过越南东山文

化，再影响到东南亚其他国家。”［１９］同时，作者指

出，东南亚国家对云南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以贸易、交换和赠

予为主要模式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互惠，使双方在文

化上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

《百越与弥生文化》一文以寻找百越文化与日

本弥生文化之间的相同习俗为重点，从 “文身、

黥面和漆齿”的人体装饰、 “徒跌、蹲踞、贯头

衣”的行为习惯和 “南稻北麦”的农业结构

上，［２０］探讨古代云南与日本在文化交流上的过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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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相。

《“滇王之印”与 “汉委奴国王印”比较研

究》依据考古知识对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

金印 “滇王之印”和在日本北九州博多湾采集的

“汉委奴国王印”在来源、印文、印纽、成色、制

作工艺和大小规格上进行对比，一方面运用文献学

和史料学对两印的历史渊源、质地真伪进行考证与

辨识；另一方面，在其相似的艺术特征中发掘

“汉代时期云南与日本北九州在文化、习俗上有着

共通与相同之处。”［２１］

（三）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与宗教文化的

研究

《天菩萨、傩面具、甲马纸、金马碧鸡———民

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一文通过文物遗存和文献

典籍的对比分析，论述了彝族器物上 “天菩萨”

“察尔瓦”文物图案、驱鬼逐疫的傩戏祭仪、彝族

向神快速传递信息的甲马纸以及 “金马碧鸡”神

话传说等文化事项，在经数千年的历史洗涤中的保

存、继承与传播。

《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

及青铜时代为例》在将国内出土的陶祖、石祖、

玉祖和木祖视为代表男性生殖器和象征原始 “性”

魅力的基础上，结合云南考古发现的 “祖型器”

以及崖画上出现的酷似女性阴部的图案，说明在原

始社会时期的云南，存在对生殖器官的崇拜，既有

以男根崇拜为外在表现形式，实质上代表父系氏族

社会中对男性优越地位的推崇，也蕴涵人类渴求通

过生育达到繁衍子嗣、生产劳动与再生产的目的，

又有以女阴信仰和孕体信仰为内容的生育崇拜，自

然而然成为当时无法解释受孕繁殖条件下，人类的

粗浅认识和原始认知。

《权杖、驯象长钩、图腾柱———云南考古三

题》经过对青铜杖头饰、石窟壁画中的驯象钩、

贮贝器上铜柱图案的考察发现，云南青铜杖上的装

饰物，多是象征权力大小与级别高低；云南的驯象

长钩图像与中原地区所见图案一脉相承，可断定

“云南古代民族以长钩驯象之术，系传自中原”。［２２］

在 《南诏大理文物精粹———赴瑞士 “中国云

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巡礼》中，先生回忆了

１９９１年５月５日至９月１５日在瑞士举办的 “中国

云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的盛况，从历史传承、

宗教寓意、外形特征、制造技艺和艺术价值等方

面，介绍了赴展的南诏、大理时期以 “密宗阿嵯

耶观音造像” “写本和刻本佛经” “塔模和经幢”

和 “铜镜、铜钱、影青瓷”为代表的佛教文物；

并赞誉该会展是 “我国首次在国外举办以南诏大

理国时期文物为主”［２３］的一次重要展示，既彰显我

国历史久远、璀璨绚丽的古代佛教文化艺术，又多

维度的呈现出云南文化的风格与特色。同时，从中

原与西南地区的宗教文化的共性更能看出中原王朝

与南诏、大理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证明西南边疆自古就是华夏民族、中原王朝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四、余论

从求学到治学，从立志到立业，经５０余年风
雨历程，李昆声先生在研究上孜孜不倦的摸索、深

究，为西南考古做出巨大的学术贡献；在教学上，

勤勤恳恳的教书、育人，为云南乃至全国考古学界

培养出大批后辈俊才。从先生众多的考古学论著中

可以看出，一方面，先生学术经历之丰富，近半世

纪以来云南考古的成就均伴有先生努力之身影，所

取得累累硕果不言自明，可以说先生为云南考古学

的发展、进步奉献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

面，学术造诣之深厚，先生专攻考古发掘之余，将

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学、民族史、民族学的相关知

识结合，将 “二重证据法”引入具体的学术探寻

中，一定程度上打破历史学者擅长整理、分析文献

史料，却常常忽略用考古资料论证、解决问题的研

究瓶颈。总言之，在云南区域史研究上，先生尝试

运用考古学视野，探索云南区域历史与文化，以多

层面的理论方法、多学科的认知视野揭秘云南区域

社会中的历史迷云，阐释西南边疆地区的纵横文

化，体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文化情怀，在云南艺术

史、农业史和民族文化史均建树颇丰，贡献甚伟，

不仅是云南史学乃至全国史学界的杰出人物，更是

值得后辈学子学习、效仿的学术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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